
总第 １７３ 期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ｒ．Ｎｏ．１７３
２０２４ Ｎ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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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情感模式与互助型夫妻关系实践

———留守经历的叙述与意义阐释

佟　 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研究通过对三位有过留守经历的女性叙述，理解其留守经历对她们情感生活的意义。 研究发现，童年

和奶奶的共同生活使她们记忆的是“有奶奶的家”，和奶奶一起生活，让她们学会了独立和能吃苦的精神。 成长后的

她们以独立身份经营自己的情感、生育与夫妻关系，大致形塑了三类情感模式：一类是以愤怒为基础的敏感和自尊式

情感类型；一类是以艰苦勤劳为底色的自信和自主式情感类型；一类是以需求被满足为基础的自爱和学习型情感类

型。 新生代女性是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受惠者，她们抓住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摆

脱父权制和母亲命运的创造者、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互助型夫妻关系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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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遇到已成年的留守女童

２０２２ 年夏，我们开展了“数字就业赋权县域女性”的调研项目，这是对蚂蚁公益基金会和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支持的“ＡＩ 豆计划”的人工智能产业孵化项目的考察，该项目致力于创建“人
工智能＋扶贫”的公益新模式，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正式启动，在全国欠发达县域建立了 ２０ 个“数字就业

中心”，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问题，其中女性占到 ７０％。 ２０２２ 年 ５ ～ ８ 月，调查组对 ８ 个数字就业中

心进行了实地调查，访谈了 １１２ 名女性从业者。 在贵州省遵义和铜仁调研时，笔者遇到了晓伟、阿
霞和晓美三位有过留守经历的女性，其中有两位已婚。 她们从事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作，穿着时

尚、爱笑、经济自立、有职业理想和人生梦想。 访谈中，她们坦诚地谈起自己的留守经历，她们的叙

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晓伟，１９９６ 年出生在贵州农村，大约 ５ 岁左右，妈妈就跑了（到 ２０２２ 年夏天在金沙作研究时，金

沙民政局的相关干部说，现在还有“妈跑”，就是找不到妈妈了，妈妈离开了，这样的孩子在制度上不

在民政局登记的困境儿童保护的范围内），爸爸又另娶他人去外地打工，她跟着奶奶长大。 她大专

学历，未婚，访谈时刚刚和男朋友分手。
阿霞，１９９２ 年出生在贵州山区，大约 ５ 岁时妈妈带着她改嫁，上小学后，妈妈就和爸爸一起外出

打工，她跟奶奶长大，奶奶当时带着 ６ 个孩子。 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已婚，有两个孩子，大的 ７ 岁，
小的 ３ 岁。

晓美，１９９６ 年出生在贵州农村，小学阶段父母外出打工，初中时妈妈回乡。 她大学学历，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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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怀孕 ７ 个月。
长期以来，笔者一直关注留守儿童议题，特别关注留守女童的成长经验、情感模式和其成长后

的婚恋状态。 对 ３ 位女性留守经历的访谈让笔者感受到她们叙事中的情感和自主性，而叙事分析

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①。 由叙述研究关注女性个人经历、情感模式与时代变迁等议题。 研究并不局

限于讲述 ３ 位有留守经历的女性的故事，而是从她们的叙事中汇聚起和映射出性别、社会、时代和

历史的结构与变迁，着力打破个体和结构的二元区分。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讨论了有关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情

感模式的形成②。 ３ 位讲述者带有泪水、不满、感恩和倔强的叙述，展示出了乡村以家庭为本的日常

生活流变，以及女性情感模式在代际传承间的类型、性别角色的多元化和新生代女性创造新型互助

型夫妻关系的主体性。 １９９０ 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代女性具有社会结构特征，她们成长于移动互联网

时代，是国家教育兴国和乡村振兴等公共政策的受惠者。 本文希望通过她们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分

析作如下考察：第一，展现她们对留守童年的叙事，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对家的定义；第二，理解她

们对留守经历与情感选择的叙事，分析两代女性间性别角色的变迁和实践；第三，将国家的职业教

育政策、移民搬迁政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纳入对新生代女性角色变迁的理解中，发现结构变迁

和主体性之间复杂的关系；第四，从理论上反思中国父权制文化和现代性的市场化变迁对新生代女

性解放的新途径。
研究使用叙事方法，叙事不仅是情感表达，也是认识方式和理解方式，是阐释生活意义的方

式③。 第一，当年的留守女童作为“边缘人”，她们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叙事就是倾听她们的声音，让
其声音自然流露和呈现，而不是被呈现、被表述、被建构，由此展现她们眼中的留守童年，发现她们

的生活世界，发现留守经历可能形成的情感模式。 有研究发现，父亲外出对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工资

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母亲外出对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工资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于成

年后工资收入较低的农村儿童，父母外出对女孩成年后工资收入的影响幅度要大于男孩成年后工

资收入的影响幅度；但对于成年后工资收入较高的农村儿童，父母外出对女孩和男孩成年后工资收

入的影响幅度差异较小④。 在这些数字背后，需要听到成年了的留守女童的声音。 第二，通过叙事

理解生命过程，理解在某种环境之中把自身生命创造出来的东西，即理解人与那个曾经把其创造出

来的人之间的生命联系，即母女联结，由此寻找存在于生命之中的连贯性。 在这里是寻找两代人关

于女性角色认知的连贯性，以及其如何体验和实践有价值的生活、制定有关生活的种种规划、根据

发展看待自己的过去和塑造自己的未来。 第三，带入实践感和历史感，展示在实践的场域中个人的

生平情景、性情倾向和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布迪厄所言：就是面对实践中的各种选

择———反应———惯习进行分析⑤。 透过对个人叙事中情感与经验的理解，展示社会的历史过程与个

人能动性的联系，如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发展方式、教育普及、乡村振兴和移民搬迁政策是如何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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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每个女性的个体命运中，成为女性实现新型生活方式探索的基石。 最终，在理论讨论中带入历

史感，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看父权制的演进与变迁。

二、留守叙述中“有奶奶的家”

在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历史变迁中，大量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父母外出打工的

效益具有矛盾性。 一方面，父母外出使其子女缺少情感和照料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父母外出打工

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加了农民工子女接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机会。 农村留守儿童的受

教育状况明显好于农村非留守儿童①。 后一种状况不言自明。 对打工家庭而言，“亲职”，即对一定

是母亲在身边的强调需要讨论。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由祖父母照顾孩子的比例非常高，那时没有一个词叫“留

守儿童”，虽然那个时代城市双职工父母可能要下放劳动。 市场化条件下，乡村中的父母外出打工，
其子女被称为“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在 １９９４ 年，特指农村儿童父母中的一方或

双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儿童留在户籍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情况。 段成荣等根据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对 １４ 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数量进行了推算，认为 ２００５ 年全国留守儿童数量

为 ２２９０．４５ 万人。 全国妇联课题组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 １８ 周岁以下留守儿童的数

量进行推算，认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有 ６１０２． ５５ 万人，占农村儿童的 ３７． ７％，占全国儿童的

２１．８８％②。 在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步入成年后，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成年后的

影响，有研究认为留守经历对育儿选择③、受教育水平④、成就等有影响，且负面影响较多。 三个访

谈对象皆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留守女童。 她们叙述中的共性是有个“奶奶”。
１９９６ 年出生的晓伟，说起留守经历最为心痛，她叙述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还有一个比自

己大 ６ 岁的姐姐，爸爸出去做生意，后来定居省城。 其亲生父母分别再婚，母亲再嫁又有了一个儿

子，但后来母亲再次改嫁。 她的叙述爱恨交织。 她说：
“真是一言难尽，现在跟我妈妈那边已经不联系了，她直接已经不管我们了。 我讲得

都心分裂，我的天。 平常回老家看我奶奶，工资会给我奶奶一点，给她交电话费。 我妈妈

就和我们断了，我和我爸爸其实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常年在外奔波，就没有给我们太多

的爱。 但是我想到我爸还是会很伤心，就像我现在都会很伤心，我完全没有体会到父亲的

爱。 就算他在的话，他也不会特意说关心一下，他在身边待的时间并不长。 现在工作了，
我也不会去省城看爸爸，有时间我就回老家，我宁愿去农村待，我都不想去和他们几个一

起（省城的父亲家），我完全没有体会过父爱。 我妈就是比较绝情的一个女人，我们直接断

联了，她和我姐也没联系。 电话一年到头也不打过来问，之前小的时候，她还会打电话来，
就问我怎样怎样，现在都没了。 太绝情了。 我知道她在省内，比较没责任心的一个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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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和我姐丢掉了，然后再婚，她已经三婚了。 她二婚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把那

个男孩子抛弃了，然后又嫁了一个，现在是第三个。 其实我心里面还是对他们比较有怨恨

的。 我父母文化水平不高，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出来的，估摸着文化水平就是小学。
“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 爷爷走得早，我奶奶已经 ９１ 岁了，开始奶奶还带着我姐，没

有其他叔伯兄弟的孩子，后来就带着我一个。 其实我感觉我还好，因为我不像其他留守儿

童，至少我还有我奶奶爱我。 所以心智没有那些真正的留守儿童成熟。 我比较贪玩，全靠

我奶奶。 有时候又在想，万一我奶奶走了怎么办？ 不行了，我忍不住要哭了。 我好怕我奶

奶走了，奶奶走了怎么办？ （大哭）”
晓伟的叙述在哭声中结束，有对奶奶的担心和思念，在叙述中，她确认了父母因文化水平不高

而忽视孩子的感受，但特别肯定奶奶的爱，奶奶就是“家”。 工作之余，她说“回家”是回到有奶奶在

的乡村。 她认为是因为有奶奶才有了她贪玩的童年。 为了保持和奶奶的联系，她给奶奶充话费。
她重新定义了眼中的“家”———有奶奶的地方是“家”。 虽然父亲在省城常常要她回去，但她却以自

尊的方式保持着和父亲的距离。 奶奶让她与这个世界有了联结，她最担心的就是奶奶走了怎么办，
那是她全部的世界。

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的阿霞，访谈时 ３０ 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她说：
“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妈妈是改嫁的，我跟着我妈改嫁的，我知道我的亲生父亲，两

家离得很近，亲生父亲是那种不着家的人，我长大后见过一次。 我记得我 ５ 岁时妈妈带着

我改嫁。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跟我妹相差 １１ 岁，跟我弟相

差 ６ 岁。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出去打工，我妈妈没文化，不识字，只能做一些苦命

活。 她跟着我姑姑一起打工，我姑姑有文化。 我妈因为不识字，她一个人回不了家，她不

知道往哪里走，就只能一起出去，一起回来。 那时寄钱都不会，教她寄钱给我们，给我们汇

钱回来。 现在父母还在外面打工，因为有微信语音了，我们经常通话，我觉得我妈妈很能

干的。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也去找我妈打工去了，去了广州那边。 我妈妈一出去的

话，我们几个孩子都跟着奶奶，我就相当于是一个外人。 虽然不是亲奶奶，但对我还说得

过去，就是干活吃饭。 跟奶奶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最辛苦的，因为她年纪大了，干活干不了。
当时我们有叔伯家一共 ６ 个小孩跟奶奶一起住，大人都出去打工了。 大的干重活比较多，
小的比如拿水，提一个小壶 １０ 斤的，我就是那种一扁担七八十斤。 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挑水。 现在让我挑，我感觉我都挑不动了，那时候又矮，又瘦，让我挑我可以挑，现
在我挑不动了。 那时候什么农活都干，挑水，挑大粪，家里各种农活都做。 在山上，砍柴什

么的是最普通的劳动了。 那时我那么小，我那时候身高矮。 因为我年龄比较大，我要照顾

弟弟妹妹们。
“可能是我自己有小孩了，我理解我妈妈的不容易，为了小孩去上班。 我们小时候肯

定没有什么零食吃，那时候能够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像现在我们身为父母，小孩出去想吃、
玩，我们肯定要尽量给，我想是一种心态。”
阿霞的叙事非常平淡，说母亲的改嫁是因为亲生父亲的“不着家”。 对父母外出打工、对小时候

干的苦活累活都是一笑而过。 在阿霞的叙述中，留守的生活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它没有晓伟

所说的对父爱与母爱的期望，这样的心理感受可能与母亲外出打工汇钱回家有关，也可能与 ６ 个孩

子和奶奶一起生活的经验相关，在一个“大家庭”中，他人眼中的苦难却是几个孩子和一个老人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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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的日常生活。 作为 ６ 个孩子中最大的孩子，她有着一种自信。
晓美，１９９６ 年出生在贵州农村，大学学历。 访谈时她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一，有一个弟弟在上初

一。 她说：
“我应该算是留守儿童的，我小学就没有父母陪伴过。 他们去浙江打工了，在电子工

厂里做工。 那时是和奶奶一起住。 ２０１４ 年，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 他们

就再没有出去过了。 从小他们就出去打工，估计出去有七八年，连续出去七八年，我上初

一时就回来了。 我没有下过农田，但是会插秧，农田的活基本都可以干的。 我们农村人能

够考上大学全靠自己努力，补课什么的从来没有过，完全靠自己。”
晓美的叙事很平淡，对于自己能够考上大学一事，她没有归功于父母回来的照顾，而是强调靠

自己的努力。
有研究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描述农村主要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乡村生活的社会情景。

再生产劳动中的父母赡养、子嗣养育，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在乡村地区的老

家完成，这种再生产模式确保了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由此将全球范围内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

引过来，推动中国迅速转变为世界工厂①。 “老家”是个沉默的、承接着人的再生产任务的存在。 三

位有过留守经历的女性叙述告诉我们：人们想象中的“被赡养的父母”正是养育和庇护“子嗣”的重

要力量和心理支持，奶奶们构成了孩子童年记忆的全部，重构了她们对家和亲情的定义：晓伟明确

表示“家”就是乡下的奶奶家，虽然父亲在省城，但她不认为那是她的家。 在被成人安排的世界中，
“奶奶”成为家的永恒记忆，在阿霞的心中奶奶虽然年龄大了，并且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奶奶，但她依

然是 ６ 个孩子的依靠和庇护，奶奶是家中的核心力量。 在冷酷的市场理性下，在由无数打工者通过

流下汗水所带来的 ＧＤＰ 的增长中，是祖母们在背后为留守的孩子们提供了温暖和家的记忆，笔者

有着同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姥姥”构成的全部童年。 人们的刻板印象共同塑造了“脆弱的老年妇

女”形象，但老年妇女的韧性和贡献需要被看到，那就是老年女性利用自身资源与逆境互动过程中

习得和发展的保护性个人特质②。 “有奶奶的家”对留守儿童来说是有着社会联结性的地方。
在大量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常常只用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作指标来衡量留守的状况，甚至

可能不自觉地使用中产阶级“密集母职”的文化审视上千万母亲的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心理

伤害。 事实上，从三个有留守经历的女性叙事看，留守背后有着代际支撑，而预设的“被赡养的老

人”正是“家庭重要的情感支持力量”，乡村社会传统大家庭中的祖母们的替代母职需要被给予肯

定。 黑人女性主义者帕特里夏·柯林斯（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ｏｌｌｉｎｓ）指出，在贫困家庭中，女性从一开始就要

和丈夫一样外出工作，孩子被迫从小和父母分离，交给扩展家庭的亲戚或者社区网络的“他者母

亲”（ｏｔ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ｓ）来抚养。 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扩展家庭网络的母职反映了在种族和性别压迫的

境遇下非洲文化价值与功能适应的叠加③。 “有奶奶的家”不仅是家庭再生产的生活资源，也是其

文化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对留守儿童心理影响最大的因素可能不是留守本身，而是父母之间的情感状况

和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程度。 只要父母之间有爱、父母能够通过打工提供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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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联结起一代一代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是能够领会到社会联结和亲情的。

三、自主的情感决策：恋爱、婚姻和生育

在三位留守女性有关恋爱、婚姻和生育的叙事中皆彰显出鲜明的自主性特征；但其情感模式也

映射在她们的亲密关系中。
有研究认为，婚姻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对第一代打工妹的研究发

现，进城打工可能改变她们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特别是她们的婚恋观和行为②。 打工妹的情感

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稳定型，恋爱结婚对象是同乡，但往往要求对象至少不能比自己差；第二

类是困扰型，她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间不知所措或异地婚嫁，但是因外来人身份往往遭受歧视和

误解；第三类是边缘型，指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大龄未婚农村女性；第四类是越轨型，即非婚姻的性关

系③。 三位出生于 １９９０ 年后的新生代女性，她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与第一代差别非常大，她们充

满着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与决策的能力。
访谈时，晓伟正与谈了 ６ 年的男朋友闹分手。 她说：

“我们谈恋爱 ６ 年了，从大学开始的。 他是这个城市的人，是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独

生子。 不能在一起了的原因是他会冷暴力，我受不了了。 我不喜欢冷暴力，我可能就会发

脾气。 发脾气导致对方冷暴力，然后就更夸张了。 有时候还好，主要是沟通上，他爱冷暴

力。 他追我的那个时候，脾气好得不得了，就是变了。 其实女生一生气，你哄哄不就好了，
干吗冷暴力，对不对？ 我讲的都心分裂。 我觉得他人品好。 对老人，对他们家爷爷奶奶逢

年过节都会去看。 我感觉女生，特别是像我这种，感觉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真的感觉原

生家庭带来好严重的问题，很没有安全感。 其实他都知道，我不想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
晓伟带着对父母离异、自己被抛弃受到的伤害，有着高度的自尊感，在恋爱关系中十分敏感，她

虽然非常渴望爱，但恐惧失去，她最终选择的是“不想改变自己”，不能忍受冷暴力而放弃恋爱关系。
有两个孩子的阿霞，带着微笑讲述了自己的恋爱、婚姻和生育历程：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当时差一点没有继续读书。 本来初中毕业时没想读书，因为成

绩不好嘛。 我爸妈在佛山那边，我也想去。 我一说不读书了，家里面的奶奶、姑姑就开始

介绍对象，我一听到介绍对象就好烦。 那时 １６ 岁，我一听到要结婚，好反感，我不想那么

早结婚。 那我还是读书吧，我是因为怕他们给我找对象，才读书的。 这太反感了，我不想

嫁到农村，也不想干农活。 因为农村的小孩都是干农活，做地里面的活。 如果我没读中

专，农村就是那样，早早地就结婚了，我可不想像我妈那样，那么早就结婚有孩子。 我说要

读书，她们就不给我介绍对象了。
“我和老公是同学，老家是一个县的。 我们自己认识的，我们在珠海实习工厂认识的，

他追得我。 那时是穷，我就是那种穷不怕，就是不喜欢那种男的嘴巴爱乱说、花言巧语的

那种，油腔滑调的，我不喜欢。 他能干，能吃苦，可以给我安全感。 当时没有想要家庭条件

好的，那时候我姑姑给我介绍的，人家那个条件确实好，我姑说你嫁过去就是收房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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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的，有工作，她们同事的儿子。 我那时候心里想着条件那么好，干吗还要相亲，肯定

是人有问题，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笑）。 我姑说要是别人我还不说，我是看他家庭条件好，
你嫁过去是享福的才给你介绍的。 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所以我就没答应。 我

和我男朋友相当于实习结束就确认了男女关系，实习的那一年多没在一起，他分到的是东

莞那边，我在珠海。 实习结束后，他到珠海找我，我们就去工厂打工，都是做一线工人，工
种不太一样。 在珠海工作了将近 ５ 年，２０１０ 年实习一直到 ２０１５ 年，差不多 ４ 年多。 后来

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就是玩了，我喜欢玩，就是到处看看。 有一段时间，我们去了陕西那边，
那时候男朋友在那边给人装机，我没干活，我就在那里玩，给他们煮一些饭。 给他们煮饭，
一个月给我 １０００ 多块钱。 我待了半年，觉得住着环境比较差，实在待不了了，我又回珠

海了。
“２０１５ 年，因为有小孩了，所以就回老家办婚礼了。 如果不怀孕我还不想结婚呢，当

时的想法是到二十七八岁再结婚的，没办法，２３ 岁就结婚生孩子了。 我老公家里的条件

也比较差，没有要彩礼。 当时才摆了十几桌，我们的亲戚也不多。 １ 月份结婚，我 ５ 月份生

的孩子，是在他老家生的。 ２０１６ 年，老大几个月的时候，我又去珠海打工了，我是背着孩

子，孩子奶奶当时在浙江打工，从浙江到珠海，我们当时在珠海租房子，我和老公打工，我
婆婆带孩子，我们每天回去的，我不要把孩子放在家。 这样有 １ 年时间，２０１７ 年，我又回了

老家，因为发现怀了老二，婆婆四十五六岁，她要出去打工，我就自己回了老家。 ２０１８ 年

生的老二。 怀两个孩子都是意外，要是给我选，我觉得我不要那么早。 等我生老二的时

候，婆婆不在，我就叫老公回来了，是他帮我坐月子，他休了 ４０ 天。 照顾完我他又去珠江

打工了。 ２０２０ 年回来了。 现在是两人一起为家奋斗，我老公比较节省，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牌。 我们的感情是挺好的。”
阿霞的叙述透着自信，她明确表示自己害怕找有钱的男人。 她不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自信地

认定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不要“妈妈的命运”。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坚持要和孩子在一起。 产

后，她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和婆婆到了珠海。 她一边工作，一边要付房租和给孩子买奶粉，但她坚

持“不要把孩子放在家”。 当生育老二时，她要求丈夫且丈夫也乐意完成对她月子的照顾，阿霞不仅

独立能吃苦，还有大主意，家里事情全是她拿主意。
有着大学学历的晓美，我们见面时她怀着 ７ 个月的身孕，她没有任何孕期反应，照她的说法：

“我一次也没有吐过，可能是农村出来的，皮实。 丈夫也是大学毕业生，一次偶然的机

会自己认识的。 我找对象主要是看人，是看性格，我觉得性格上合得上就好。 他们家离这

里开车 ４０ 分钟的路程，他现在在政府帮忙，在考公（务员）。 我们的计划是我生了孩子，孩
子奶奶带。 我不会选择做全职妈妈。 我就算领 ５０ 块钱的工资我都要上班，我觉得女生一

定要独立一点。 你在家里面带孩子的话，真的是跟社会脱节了，真的不太好。 我不想伸手

向别人要钱，就算我工资再低，我要养活自己。 现在我们都是自己用自己的。 分着用，他
剩下的钱是会存，我就没有向他要。 我们现在是租的房子，晚上回家，他做饭，他要锻炼做

饭，以前他是不会的。 我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每天 ６ 点起床学习，学习好了再上班，所以晚

上就很累，９ 点要睡觉。 考过一次公，成绩过了，但面试没过。 我就想考，我要考到 ３５ 岁考

不上再说。 我还年轻，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我想考在职的研究生。 今明两年能考上公务

员的话，我就会考虑在职研究生。 因为心里面想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从晓美的叙述中看到的是出生于农村的新生代女性将留守的印迹被叙述为“皮实”，而不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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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女孩的娇气。
金一虹提出“流动的父权”概念，指出打工女性离开农村原生家庭的父权体制，婚后可能随着外

出打工的丈夫进入流动的父权制①。 有研究认为，以女性为主体的外出务工经历可能会支撑女性创

业型的向上流动，实现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升②。 杨善华的研究明确指出，劳动力市场

显化了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进而逐渐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形态③。 这需要从性别结构与城

乡、阶级等其他多重社会结构之间的交织互动，以及自身主体身份的认同和重构中考察女性身份的

变化④。 刘凌和吴蕾新近的研究表明，留守的生命事件会显著提升其物质生活水平，但也使其与父

母的亲子关系疏远，形成自立且自卑的人格，这使其在学业和身心成长上受阻。 在育儿选择上，他
们均倾向于采取高质量亲子陪伴，兼顾子女身心成长的流动抚育方式。

与刘凌等的研究相同的是，这三位女性的叙事展示了她们的独立和自我主张；但没有自卑，亦
没有在学业上受阻，这是不是由于“奶奶”提供了完整的家之爱有关？ 这值得深入观察和讨论。 或

许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有过留守经历的人遇到情感困境时很容易将其归因于留守经历；当与晓

伟讨论她与男朋友存在的沟通问题时，她直接就转移到“那个女人（指母亲）抛弃我们……”（并情

绪激动）在育儿上，阿霞的确努力陪伴在孩子身边，但没有采取流动的方式，而是在县城安家。 综合

三位的叙事，大体可以分辨出三类与亲情联结、与信任相关的私人情感模式。 第一类是以愤怒为基

础的自尊型情感类型，表现为对情感关系的敏感、缺少安全感和看重自我尊严。 如晓伟，其愤怒的

原因不在于留守，而是父母情感的破碎，自身在父母关系中失去位置带给她很深的心理伤害；当她

面临自身的爱情时，更关注沟通和爱的提供，当出现问题时，她的不安全感就促使其反抗，坚持“我
不会改变”。 第二类是以艰苦生活为底色的自信且负责型情感类型。 如阿霞，父母虽然不在身边，
但知道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的困苦，生活的艰苦似乎为父母外出打工的必要性提供

了明确的证明，父母在一起的打工生活让其相信夫妻情感联结的“自然与必然”的属性，当她开始有

情感生活时，强调要找能够同甘共苦的人，当外出打工时，也要承担起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责任。 第

三类是以需求被满足为基础的自爱且学习型情感类型，如晓美，她在初中时父母的回归，让其感受

到无言的关爱和自身的重要性；在偶遇恋爱对象后，她勇敢地进入恋情，并规划和设计工作和家庭。
这三位女性皆超越了传统女性角色中的依赖性，她们自主、自强和自立，是埃利亚斯所言的现代人，
具有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情感模式。

这一过程中男性亦在改变。 有研究指出，男女平等关系不是从特权阶级，而是从那些来自农村

的城市打工族开始变化的。 在经济高压的环境之下，丈夫不得不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作出了“男性

妥协”。 都市资本的残酷现实瓦解了父权制的特权，丈夫开始转变传统观念，开始与妻子同甘苦、共
患难，打破了由环境造就的男性特权⑤。 虽然阿霞会抱怨丈夫什么都不会做，但丈夫的确感同身受

地理解了母职的重担和劳作，家内营造了相互支持的夫妻关系；在性别革命的路上，男性家庭角色

的变化或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女性则是主动创造新型性别关系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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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代女性受惠于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发展

在对“数字经济赋权县域女性”的调查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是看到了中国乡村女性受教育水

平的提升，她们离开了乡土，开始在县城发展。 三位女性的叙事中不仅有留守的经历还有接受中高

等教育的经历，她们的命运与欠发达地区教育与城镇发展的脚步相一致。
（一）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女性提供了成长时间

２００９ 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于中等职业学校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免学费工作的意见》，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极大地鼓励了农

村经济困难的青少年进入职业学校①。 对中职招生门槛较低、有些采用注册式招生入学有不少批

评，认为西部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部分的中职学校在办学活动中还存在许多问题②。 的确，对中职

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的问题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政策使更多的贫困青少年能够享受到

更高一级的学习机会③。
事实上，进入职业学校，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女生来说不仅是学习机会，更多的是身心拥有了成

熟的时间。 如阿霞所说，“学习成绩不好，我不愿意继续上学。 但不继续读书，就要嫁人生育，我不

要像妈妈那样，那么早生孩子”。 正是拒绝“妈妈命运”的初衷让她进入中等职业学校———门槛低、
免学费。 这让欠发达地区的女性们摆脱了早婚早育的历史命运，２ ～ ３ 年的职业学校生活给了她们

身心成长的时间。
教育无疑为个体获得自致性向上流动提供了阶梯，这一因素对男性可能更好地转化为了人力

资本，对女性更可能成为其推迟婚龄、摆脱早婚这一代际命运的重要的中介变量。 就婚姻而言，中
国人的初婚年龄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２．７９ 岁，经过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４．１４ 岁，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４．８５ 岁，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２８．６７ 岁，两性差异缩小。 女性初婚年龄的持续上升明确地受到高等教育的影响。 教育对女性初婚

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且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④。 杨菊华⑤

的研究进一步说明，教育时间的延长必然挤占或缩短个体生命事件的其他时间，高等教育与女性初

婚年龄之间的相互关联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双重路径，求学的时间形成的校园禁闭、改变婚姻品味、
降低婚姻收益都作用于初婚年龄，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高。 教育在时间上的替代效应对女性

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成熟女性在婚姻上更可能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二）女性当家的新型城镇化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其第十七条指

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 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引导产业有序梯度转移。”新型

城镇化意味着从“乡土中国”迈向了“城乡中国”。 大规模的农民工将逐步回归家乡，在家乡城乡社

会空间体系中重新扎下根来，这将重构一个以县域为中心的新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形态⑥。 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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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开创城乡融合的新时代①。 大城市中居住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很难居住到环

境条件好的社区中，剥夺了其对城市的归属感②。 不少女性是无奈地回到县城，但几乎很少回到村

子。 笔者访谈的 １１２ 位女性皆有外出打工经历。
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新型产业发展为县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为其留住人才提供了动力。 调

查发现，数字经济引入县域，既能超越县乡本身自然条件的限制，为其提供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助力

发展现代新型就业，又能在城乡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联结，实现非拆分的家庭再生产模式。 蚂蚁基

金会支持的数字就业中心的项目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为女性提供了在就业和家庭责任之间的

平衡兼顾的路径。 对县域从事数字就业的 ９４９ 份调查问卷显示，其中女性从业者占 ６５％，从业女性

中有 １０．１％的认同“以照顾家庭为主”是择业目的，有 ７８．３％的认同“兼顾职业发展和照顾家庭”是
择业初衷，只有 １１．６％的认为是“以自己职业发展为主”。 新型城镇化对化解农村拆分型家庭再生

产模式提供了解决方案，有更多的农村人到县城工作和居住，由此完成城镇化过程。
阿霞的婆家是在贵州大山里，她很幸运地赶上了婆家的扶贫搬迁工作。 “十三五”时期，贵州省规

划搬迁 １８７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１４９．３ 万人，约占全国搬迁规模的 １ ／ ７。 截至 ２０１８ 年，贵州省

已完成搬迁入住 １２３ 万人，占 “十三五”时期搬迁总规模的 ６５．７６％③。 为此，中央累计下达近 ８００ 亿元

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为妇女创造了全方位的宜居环境④。 ２０１８ 年，阿霞一家从山区来到贵州省铜

仁市万山区的旺家社区，这个社区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这里承接了搬迁群众 ４２３２
户，１８３７９ 人，“村里人变为城里人”。 搬迁的住房政策是以家为单位，每人 ２０ 平方米住房，阿霞的夫家

兄弟未婚，算入其户口，她家分到 ８０ 平方米（当时二孩还没有出生）的三居室。
蚂蚁基金会支持的“ＡＩ 豆计划”目标是帮助女性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阿霞所在社区的微信

群里发布了招聘信息，她立马报了名，成为第一批学员，学习两个星期后，她顺利通过测评并上岗。
她每天坐在电脑前，双眼盯着屏幕，点击鼠标选中一张路况图，把其中的行人、机动车、红绿灯等一

一标注出来，工资按件计算。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调查时，她的 ７ 月份工资成为中心最高者，拿了一万元出

头。 她说：“这种项目能到我们西部来，首先是技术的进步，一根网线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其次

是公益的力量，企业愿意将这种数字化产业的红利分享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有 １８８１ 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⑤。

安居与乐业成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重要的课题。 在“家”与“业”同时发展的过程中，阿霞规划

了她的家庭生活，２０２０ 年，她让丈夫回到了县城，丈夫也曾在数字就业中心从事标注工作，但这份

工作要求的细致使其深感不适，后来他做了骑手，每月收入在 ５０００ 元左右。 ２０２２ 年，阿霞说通丈

夫，首付 １０ 万元，买了一套期房。 这一固定资产的获得使她工作更有了动力，生活也多了一份满足

和奋斗的目标。 这一购房行为也打破了父权制下从夫居的习俗，是核心家庭自我筹划的生活方式。
对从事数字就业的人的 ９４９ 份问卷调查发现，有 ３３７ 位女性有自己名下的房产，占比 ３５．５％。

女性拥有房产的情形与其生育状况相关，在已育女性中，有近半数（４９．２％）的人住房由男方家庭资

助，超过四成的人由双方家庭共同资助。 在县城安家成为新生代乡村女性向上流动的新途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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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改革前男性比女性有较多的“农转非”机会，这种性别优势主要体现为男性具有较为优势

的个人特征，如教育程度。 但到了改革后期，男女的机会趋于平等①。 在县城买房多是以女性为明

确的需求方，女性以生活方便、有利于孩子上学等理由，要求在县城买房。 这种状况可能是由于随

着生产性家庭向生活性家庭的转变，妇女当家愈益普遍②。 因为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妇女在处理家

庭日常事务、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维系以及家庭对外的人情往来方面都更具有优势，这奠定了妇女

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③。 由此构成新型的城镇化生活模式。

五、理论讨论：工业化进程、家庭与妇女解放

回顾三位有过童年留守经历的女性叙述会发现，她们的命运是嵌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

历史中的，她们的主体性形成于父母为改变家庭生活困苦的努力中，留守的、有奶奶的童年历练了

她们的生活能力和独立自强的心智，她们成为自我生活的承担者和责任人。
在家庭构造的妇女生命价值实现的框架中④，妇女地位的提升不一定以男性地位的降低为代

价，而是建立了更加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自主权得以提升⑤。 中国社会教育

水平和城镇化率的总体提升使更多的人成为这一社会变迁的受惠者，新生代女性以自身努力提升

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她们创建出由女性主导的互助型夫妻关系。 当然，这三位女性的叙

事，只是乡村现代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面相。 调研发现，能否有中专以上学历成为女性从业的重要

门槛，这既显示了教育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也说明教育具有社会分层机制。 学历成为分水岭，那些

没能进入中职以上教育的女性被排斥在诸多机会之外。
文章至此该结束了，但还有些多余的话，即笔者思考了百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女性命运

与父权制的终结问题。 在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女性多被视为廉价劳动力，她们是被组织、再结构和

可控制的“劳动力”，依附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叙

事，即女性开创了自身的生活。 它始于父权制家庭中女性低微的命运将结束于互助型家庭中女性

主导的位置。
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陈衡哲出生于 １８９０ 年，面对女性“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夫死从子”的命

运，为了读书，她立下“终生不嫁”的字据，远涉美国学习。 她提出了“女性要为自己造命”的概念以

回应女性的集体命运，她总结了中国女人的三种命运：第一种是安命，女人逆来顺受；第二种是怨

命，女人抱怨生为女儿身；第三种是造命，即女性创造自己的命运⑥。 由此开创了中国女性的“造
命”之旅。

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史看，女工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并成为资本最感兴趣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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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本既包括了殖民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也包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①。 费孝通的小

说《茧》，作为其《江村经济》的“文学版”，书写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苏南乡村一家新兴制丝企业的种

种境遇，生动地描述了纺织工厂进入小镇后的女工以及由此引发的紧张的婆媳关系和当地父权制

文化复杂的变化②。 有研究认为，费孝通用宝珠这一女工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

生过程，即个体在家（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

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③。
笔者认为，小说更多展示的是女性个体生成及其与父权制家庭的矛盾，女工身份直接挑战了父权制

家庭制度本身。
田汝康 １９４０ 年调查了昆明纺织工厂，访谈了 ６００ 多名女工，这其中 ９０％以上是没有结婚的年轻女

性，已婚的只有 ４６ 人，占 ７％（其中只有 １７ 人是与丈夫同居，其他要么丧偶，要么关系不和）。 这些女

工进入工厂，绝大部分是为了逃避家庭的痛苦，因“在家待不住”，通过亲戚介绍进厂的。 这些家庭的

痛苦包括：受到继母虐待、受嫂子的气、对所订婚姻的不满、与父母斗气、母亲改嫁……在传统社会，对
艰难求生存的底层女性来说，工厂就是她们的福地；工厂是女工逃避家庭痛苦的暂时栖息地。 研究还

发现，女工家庭普遍因这些年轻女性离家入厂做工感到羞耻，认为女性在外工作抛头露面就有辱门

风。 一旦家庭危机解除，女工们即辞职返回家庭④。 在妻子和母亲具有管家责任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

格局下，女性进入工厂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这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动力⑤。 可以看出，中国千年巨

变中，女性进入工厂、为家庭挣得生活所需的事实打破了沉睡的男性为尊的父权制。
闻翔在《劳工神圣》中专门讨论“田汝康的女工研究”，指出女工在工业化过程中依然带着传统

家庭的印迹处理工厂中的关系。 一是女工很少谈及厂方的设备、工作的繁重以及工资的高下。 她

们唠叨不断的是，哪个管理员的脸色和情感上的不满足，如厂方太刻板，太没有感情，即女工往往倾

向于把工厂当作家，期待在工作中得到感情上的安顿。 二是女工对家庭温暖的渴望。 她们创造出

类家庭的纽带。 如某个宿舍 １２ 个女工的“假亲属的组合”，她们把自己想象成同姓的一家人，这家

的男性家长失踪，母亲改嫁，几个儿子大多入赘别家。 这种状况体现了女工希望自由择偶，不受父

兄支配的愿望，她们在拟家庭的关系中组织成生活的团体。 三是经济独立自主。 女工虽然对工厂

工作感到疲累，但对工厂生活却十分享受，用工资买金戒指、新皮鞋、新旗袍，结伴去看电影⑥。 工厂

的生活为女工确立了一条解放的路线。
工业化早期走进工厂的多是未婚女性，她们要“成为人妇”的历史命运依然是她们的“茧”。 在

传统社会中，女性保持独身不嫁是行不通的。 当女性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养蚕、织锦等有了养活

自己的能力时，再加上她们目睹了女人在婆家受气，地位低下，便开始掌握自我的命运，成为自梳

女。 自梳仪式具有婚嫁的隐喻，自梳使女性有了已婚女性的形象，又能满足其不想嫁人的愿望。 晚

年在“观音堂”“祖堂”“姑婆屋” “斋堂”等，自梳女以集体义务的形式，担当起亡故姊妹的丧葬之

责。 在自梳女的世界中有一种相扶相助的契约关系⑦。 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由女性参与工业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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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独立女性反抗父权制家庭的生活实践。
梧州火柴厂曾经是童工出身的一名女工谈起对自梳女的羡慕：

她们自己把头梳起来，不再嫁人。 结婚找负担，要服侍家婆，三从四德，要带仔女，又

要做工。 吃斋清清静静，集中住，吃的是辣椒、豆酱、腊肠、油浸咸鱼、蒸猪肉，她们吃得多

惬意呀，你看见口水都流，自己吃自己的工资①。
苏耀昌指出，士绅社会对这些女性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破坏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其目

的在于调和男权专制与成功地进行蚕丝生产之间的矛盾。 若是女工越过这个限度，拒绝工作，破坏

生产，那么宗族就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族权来粉碎罢工反抗”②。 这意味着女性参与工业化进程所要

求的解放直接产生了对家庭的反抗和冲击。
令人欣慰的是，留守的女孩子们在奶奶的照看下成长为独立自主的女性，她们的情感模式是自

尊、自信和自强，她们不再像自梳女一样要打破父权制家庭制度本身，而是用情感改造夫妻关系，开
创了一条由女性主导、丈夫参与照顾劳动的互助型夫妻关系之路。 这也该是女性“造命”的伟大

成就。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Ｃｏｕｐｌｅ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ＯＮＧ Ｘ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ｇｉｒｌ ａｎｄ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 ｈ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ｇｒｅｗ， ｔｈｅ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ｎａｖ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ｐｏ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ｎｅ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ｇｅ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ｄｒｉｖｅｎ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
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ｌｆ － ｌｏ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ｙ ｓｅｉｚ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ａｋ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ｅｓｔｉｎｉｅｓ， ｂｅ⁃
ｃｏｍｅ 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 ａ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ｖｅ ｓｐｏ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ｇｒａｎｄｍａ’ ｓ ｈｏｍ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ｖｅ ｓｐｏ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责任编辑　 鲁玉玲）

５２

留守经历、情感模式与互助型夫妻关系实践

①

②

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２６ 页。
苏耀昌：《华南地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７９－１８８ 页。


